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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摘  要：历史教育建构身份认同，亦影响邻国间认知互动和地缘心态。在本体安全视阈下，
对蒙古国教育部2019年颁布的初高中历史课程文件及相应的历史教科书进行话语历史分析（DHA），
展示出其官方叙事中的中国形象建构策略。文本中以“文明边界”“受难与觉醒”“主权正当性”
三套差异化叙事模板实现对中国的“他者建构”，本质上是以防御性叙事机制来应对地缘压力，
虽可能巩固内部认同，却遮蔽历史共生的事实。未来应以问题为导向，通过教育领域对话推动叙
事互惠，为构建历史认知共生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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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0 引言

2019 年，蒙古国教育部开始推行新版初高
中历史课程大纲、教学指南以及教科书。课程
文本呈现出对中国“他者化”的叙事特征。本
研究以该版初高中历史《课程大纲》（以下简
称《大纲》）、初中历史《课程学习指南》（以
下简称《指南》）以及相应的教科书为核心文
本进行分析，着重探究蒙古国历史教育叙事中
的中国形象变迁，也为促进东北亚区域内的身
份政治研究与教育领域深度对话提供参考。

1 史学研究的范式转型1 史学研究的范式转型

传统的史学研究曾受到“农耕—游牧”二
元框架的深刻影响。而近二十年中，中国史学
界开始转向以文明共生性与“多元一体”格局
为重心的研究，全球史观下的共生叙事成为主
流 [1]。从秦汉时期的文明互动到清代晋商的经
商历史，都从不同侧面展示了中原与草原地区
之间形成的商贸网络绝非单向的依赖关系 [2][3]。
海外学者则在解析中国古代北方边疆形成的同
时提出农耕社会与游牧民族在冲突中形成了制
度性的互构关系 [4]。

后苏联时代，蒙古国的本土历史书写经历
了剧烈变化。彼时开始，蒙古国官方重塑成吉
思汗等历史英雄的过程，目的是填补认同真空。
与此同时，面对内部部族差异和外部大国影响
等多种张力，其历史叙事常带有相当明显的防
御色彩。关于二十世纪中蒙之间的互动，国内
学者对《雅尔塔协定》与外蒙古问题的外交史
实做了详细梳理，而国际学者则注意到蒙古国
现代史学研究为了强调自身独立运动的法理正
当性，倾向于将清朝的统治描述为一种截然不
同的、异族统治对自身文明的阻断 [5]。

2 理论视角与分析框架2 理论视角与分析框架

历史教科书是重要的国家意识形态载体，
是界定“自我”与“他者”边界的政治纲领。
本体安全理论认为，国家在追求生存安全的同
时，也追求自我认同的连续性，即“本体安全”。
詹姆斯·沃茨指出，官方会使用固化的“叙事
模板”来过滤和转译史实，从而抵御认知焦虑
[6]。已经有学者对蒙古国 2014 版历史教科书中
“古代中国”内容进行了统计与分析，指出其
中主要强调游牧和农耕文明的异质性 [7]。在此
基础上本研究进行三方面拓展：研究材料更新
为 2019 版官方课程文件及新版教科书，直接剖
析官方意志；包含近现代叙事，囊括完整时间
跨度；从内容描述转为话语解构理论视角，进
而尝试解读“他者化”建构背后的社会心理动因。

历史科目的复杂性和文本材料的多维度特
征要求研究过程要同时考虑文本所处的现实语
境，以及集体记忆的塑造手段。因此，本研究
采用话语 - 历史分析，在历史、社会和政治语
境中（包括从微观的教科书到宏观的国际形势）
识别指称、述谓和论证策略 [8]，并将该方法与
叙事模板分析相结合，重点解析文本差异化塑
造“中国形象”的详细策略。

3 课程文本中的中国叙事3 课程文本中的中国叙事

整体来看，在本套历史课程体系当中，不
同历史时段中，中国被塑造为不同的形象，和
其他历史主体一起被编入其历史教育叙事体系。
蒙古国借此在历史话语场中建设起自身的身份
边界，并实现国家认同的建构。

3.1 古代史叙事中的文明边界模板3.1 古代史叙事中的文明边界模板

蒙古国官方课程文本中，清代以前的古代
史阶段套用了“文明边界模板”进行叙事。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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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板中的中国形象具有显著的二重性，在被高
度推崇为文明母体的同时，也被形塑为与北方
游牧文明存在本质性异质的“他者”。

《大纲》和《指南》对清代之前的中国史
给予了整体上的正面评价，将其明确定义为“远
东文明中心”，肯定其对于世界和区域发展的
推动作用。例如，六年级课程“世界古代国家”
主题将古代中国与两河流域、古印度、古希腊
及古罗马并列为世界文明的源头。叙述中华文
明的高度发达，实质上是为了确立地理和文化
层面的“参照系”，在差别讲述中界定自我 [6]。
十至十二年级的教学要求中反复使用“分析游
牧民族统治中国北方的史实” “收集古代游牧
民族与中国人关系的资料，解读二者的不同特
点”等表述。通过指称策略，蒙古国在概念上
将自身明确指称为“游牧民族”而把“中国人”
固化为单一的农耕民族，以实现本质主义的二
元对立。中华文明的历史演进具有“多元一体”
的复合特征 [2]，但蒙古国的历史课程文本将“中
国人”的概念窄化为纯粹性的“农耕他者”，“自
我”与“他者”之间的文明类型鸿沟清楚地建
立起来。

对古代北方游牧政权的归属，教材文本进
行了泛化的叙事转译。六年级教材直接把匈奴
建构为“我们蒙古人的祖先”，称鲜卑、柔然
为“继承匈奴而兴起的蒙古人国家”，匈奴与
汉朝的关系被描述为“以长城为界”的对等两国。
此种“泛化”的叙事策略，将认同脉络向远古
延伸，以确保本国历史的逻辑连续性与正当性，
强烈映射出其对于本体安全的渴求。这一叙事
转译过程，造成对中国历史乃至区域历史的认
知偏差，缺少对东亚历史上“农耕—游牧”制
度互构的深入讨论与理解 [4]。另外，元代历史
包含于“成吉思汗时代”主题之下，主要知识
点中仅将“大元”与金帐汗国等并列作为蒙古
帝国一部分，不单列中国作为要点。叙事走向
暗示中原与北方游牧文明只有简单化的统治与
被统治关系。由此推断，学习者对人类文明发
展的理解也可能趋向于孤立化和片段化。

3.2 清代至近代叙事3.2 清代至近代叙事

在“18 世纪到 20 世纪初的蒙古与世界”章
节，蒙古国历史课程文本的叙事基调和基本走
向发生了转折，套用“受难与觉醒模板”，构
建出一套以“异族压迫”与“民族自救”为主
题的悲剧性叙事。

《大纲》中，清朝与外蒙古的关系统一以
“满洲征服蒙古”“异族统治蒙古”来进行话
语指称。八年级教材进一步具体化了这一叙事：
清朝“确立了一套旨在控制与管束蒙古人的行
政组织体系”，设立理藩院，颁行《蒙古律例》，

“将蒙古人置于其统治之下”。教材还指出，
“蒙古人既受满洲统治，便再无推行与实施独
立国策的可能。蒙古土地与人民的最高主宰乃
是满洲皇帝。”正如莫里斯·罗萨比（Morris 
Rossabi）所指出的，蒙古国史学界倾向于将清
廷对于外蒙古关系的这段时期描述为自身文明
的“阻断期”[5]。频繁使用指称策略，将具体历
史语境下具有高度互惠性质的复杂博弈关系简
化为简单的单向控制。这种叙事方式确立了一
个绝对的、对立性的“他者”，为随后讲述的
政治变化做铺垫，可以激发学习者的“本体安
全感”。

八年级教材第三部分详细描述：“（内地）
商人向（喀尔喀）蒙古人赊销货物银两，年利
率 36%，限期三年内清偿债务。蒙古人多不能
按期偿清，商人遂乘机将逾期利息滚入本金，
延期再计三年，利上滚利。”“高利贷”在这
一语境下成为核心词，并通过 DHA 分析中常
见的论辩策略来佐证，复杂时代背景下的经济
矛盾在叙事中被突出并高度地民族化，直接树
立并放大群体之间的对立关系。整套课程文本
在刻意忽略掉晋商等贸易群体在促进边境物资
流通、建立商贸网络等领域的功能 [3]，着意将
他们定义为财产的掠夺者。在历史教学和与多
元文本互动的过程中，学生将会在潜意识里形
成关于中国、中国商人的预设，进而形成以物
质利益冲突为基础的一层认知障壁。

3.3 二十世纪叙事3.3 二十世纪叙事

进入二十世纪相关段落后，叙事的重心发
生第二次位移。中国的形象从清代的“压迫者”
转变成国际社会秩序博弈中的“背景参照”。
此时课程文本采用了“主权正当性模板”，复
杂的权力博弈过程被描述为程序化的法理过程。

《大纲》“一战后的世界：焦虑的时代”
主题要求基于印度独立运动、中国民族主义发
展等案例，分析“东方民族主义的复苏”。中
国的“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和印度的独
立运动并置，体现出互文性策略。客观地承认
中国民族觉醒、反帝反封建运动的正当性，是
为借此论证“民族独立”是当时全球范围内的“大
势所趋”。外蒙古独立问题曾引起的历史关切
因此在话语层面被消解。有关《雅尔塔协定》
的部分，突出外蒙古军队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做出重大贡献，而后要求教学中要深入探讨英、
美、苏三国首脑的会晤对于“中国承认外蒙古
独立”所产生的影响。在话语策略上强化与弱
化并行，中国从话语场景逐步“失语”，成为
面对国际规则时不得不让步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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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4 结语

蒙古国历史课程文本中使用“文明边界”“受
难与觉醒”以及“主权正当性”叙事模板塑造
中国形象，并随着历史叙事阶段推进而发生变
化，从文明参照和农耕“他者”，到文明干扰者，
再到二十世纪初世界变革中的背景元素，叙事
最终指向自身民族主体性的确认。其叙事策略
是在地缘政治态势中实现“本体安全”的补偿
机制，在高频使用“叙事转译”的同时以今律古，

剥离历史的复杂性，意在构建认知隔离。然而，
该历史教育叙事体系可能在潜移默化中形成并
加深其民众对当代中国的疑虑，亦可能在两国
共建“一带一路”的过程中构成对深度互信的
文化挑战。未来深化双边关系与相互理解，需
要两国进行教育领域常规性的深度对话并达成
谅解，更需要长期细致地研究一线历史教研、
教学并开展合作，设法实现从“叙事防御”到“认
知共生”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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